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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数字化情境下,跨界创新成为企业提升绩效的战略举措,但现有研究尚未厘清跨界创新影响企业绩效

的作用机理。基于组织双元理论,以2012—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数字双元能力的平

衡与组合在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化准备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跨界

创新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准备度不仅强化了跨界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还强化了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与组合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跨界创新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的制造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跨界创新作用于企业绩效

的内在机制及边界条件,为企业如何通过跨界创新有效提升绩效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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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cross-boundary
 

innovation
 

(CBI)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for
 

firms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CBI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remain
 

unclear.
 

The
 

study,
 

drawing
 

on
 

the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
 

theory,
 

used
 

A-sha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isted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2
 

to
 

2023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balance
 

and
 

combination
 

of
 

digital
 

ambidexterity
 

capabil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BI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
 

readiness
 

in
 

this
 

process.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BI
 

positively
 

affected
 

firm
 

performance,
 

while
 

the
 

balance
 

and
 

combination
 

of
 

digital
 

ambidextrous
 

capabilitie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BI
 

and
 

firm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digital
 

readiness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direct
 

effect
 

of
 

CBI
 

on
 

firm
 

performance,
 

but
 

also
 

enhanc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lance
 

and
 

combination
 

of
 

digital
 

ambidextrous
 

capabil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CBI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manufacturing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s
 

and
 

levels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
 

between
 

CBI
 

and
 

firm
 

performance,
 

offer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irms
 

aiming
 

to
 

improve
 

performance
 

through
 

C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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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组织与行业的传统

边界,推动企业进行跨界创新以提升绩效[1]。跨界

创新是指企业利用不同领域知识与技术的深度碰撞

与交叉融合,创造新成果的过程[2-3]。然而,企业跨

界创新实践对绩效的影响效果迥异,如华为跨界新

能源汽车领域成功开拓新的增长途径,尚品宅配跨

界整装领域实现快速发展;而苹果公司跨界造车项

目投入巨额成本却无果而终,乐视公司跨界扩张最

终陷入经营危机。在此背景下,明确跨界创新对企

业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部分研究强调了

跨界创新的积极影响,如Ellen等[4]指出,企业通过

跨界创新能够从其他领域获取异质性知识,从而显

著提高创新成果的新颖性;Carmona-Lavado等[2]认

为,跨界创新有助于企业开拓新业务和新市场,进而

突破发展瓶颈。而Cross等[5]、Khan等[6]强调,跨
界创新具有较高风险,其收益往往难以弥补投入成

本。这些研究分别从研发质量、市场拓展及财务风

险等方面初步探讨了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

响,但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的探讨尚不充

分,难以有效解释现实中企业跨界创新成效差异化

的深层原因。
在数字化情境下,企业跨界创新面临新的机遇

和挑战[7],也深刻影响着企业绩效。一方面,数字技

术的可供性、扩展性和渗透性有助于推动多领域融

合,为企业整合跨领域优势提供契机[8]。另一方面,
数字化通过打破行业壁垒加剧了跨界竞争态势,使
跨界创新的风险随之增加[9]。在此背景下,企业既

要突破传统发展路径以构建新优势,又要巩固现有

优势以避免被跨界者颠覆。根据组织双元理论的能

力观,数字双元能力———即企业探索新兴数字领域

以及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现有领域的核心能力[10],可
能在跨界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

用。然而,以往研究多将数字双元能力视为企业同

时进行数字探索和利用的能力,忽视了二者在资源

需求、目标导向和风险属性上的差异[11]。对此,
Liang等[12]主张将数字双元能力解构为数字探索能

力与数字利用能力,并呼吁关注二者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组织双元理论,企业可以通过两种能力的平衡

和组合效应提升数字双元能力的整体效能,进而建

立和巩固竞争优势[13]。平衡效应侧重两种能力的

均衡发展,组合效应则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促进[14]。
企业通过跨界创新积极探索新机遇并利用现有优

势,能够有效地整合内外部数字资源[15],进而系统

性地构建和强化数字双元能力。然而,现有研究尚

未从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视角揭示跨界创新

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机制,故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尽管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已得到普

遍认可,但其作用机制如何受企业内部资源准备度

等边界条件的影响,现有研究仍缺乏深入探讨。依

据组织双元理论,企业内部资源的准备度决定了其

在跨界创新过程中对探索和利用活动的资源分配逻

辑及决策倾向,关系到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效果[16]。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做好相应的资源准

备,才能支撑数字能力的构建和跨界创新的实施以

提高企业绩效。数字化准备度体现了企业在数字技

术设施、员工数字素养与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完备性,
构成了其开展数字探索与利用活动的资源基

础[17-18]。数字化准备度有助于企业在跨界创新中更

有效地配置资源,一方面支持对新兴数字机会的探

索,另一方面促进现有数字能力的深化利用,从而实

现探索与利用活动的有效平衡与战略互补。由此可

见,数字化准备度关系到企业能否通过跨界创新有

效推动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以提升绩效水

平,这为厘清以往研究结论的分歧提供了关键的理

论视角。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数字化准备度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19],制约了对数字化准备度在

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间调节作用的系统理解,因此

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以2012—2023年沪深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研究跨界创新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分析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

组合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化准备度

在“跨界创新—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与组合—企业绩

效”间的调节作用。本文以组织双元理论为基础,根
据“行为—能力—绩效”逻辑构建理论模型,并系统

探究数字化准备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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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数字双元能力视角揭示数字化情境下跨界创新

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从而为企业跨

界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双元理论和数字双元能力

  组织双元理论指出,企业开展的探索与利用活

动之间存在张力[12]。在数字化情境下,这一张力体

现为数字双元能力———数字探索能力与数字利用能

力之间的协同需求与资源竞争[20]。数字探索能力

是指企业发现、识别和挖掘数字资源以探索新发展

路径的能力,数字利用能力是指企业利用数字资源

优化现有业务领域的能力[21]。尽管数字双元能力

对企业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但其构建过

程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且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企业容

易陷入两种能力之间的权衡困境[10]。对此,Liang
等[12]呼吁关注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效应。
平衡观强调通过均衡投入促进二者协同发展[14],而
组合观则强调其相互强化与系统协调,以提升整体

效能[22]。现有研究虽然对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与组

合的内涵及作用进行了探讨,但关于企业如何通过

具体战略行为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的机

制尚未明晰。而跨界创新涉及探索新机遇并利用现

有优势,这种战略性行为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协调探

索和利用,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以构建和优化数字

双元能力。因此,本文构建“行为—能力—绩效”框
架,以探讨跨界创新如何通过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的

平衡与组合来影响企业绩效。
(二)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

  数字化情境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跨越不同领

域边界以突破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资源、能力障碍,并
通过跨边界连接与合作来创造价值,成为重要的创

新范式[23]。从目标来看,随着不同领域企业间的跨

界竞争加剧,企业开展跨界创新不仅旨在探索新的

增长路径,也着眼于提升现有业务以维持核心竞争

优势[24]。从技术视角看,数字技术为企业跨界创新

提供了高效的工具与平台,促进了创新资源的流动

与整合[25]。此外,由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双元能

力,已成为企业通过跨界创新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

基础[26]。可见,数字化情境下企业跨界创新的范式

转变,进一步凸显了探究跨界创新如何影响企业绩

效的必要性。
组织双元理论指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源于

其同时开展探索性活动与利用性活动的能力[13]。

跨界创新为企业同时推进这两类活动提供了独特的

资源与情境,有利于企业突破原有边界,通过促进探

索与利用活动的协同提升企业绩效。首先,跨界创

新帮助企业扩大合作伙伴网络,拓宽资源获取渠道,
实现对跨领域资源的有效整合,为企业双元活动的

协同开展提供资源支撑[15]。企业能够以此促进内

外资源的转化与融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进而降低

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绩效。其次,企业通过跨界创新

能够促进与多元主体的合作,推动不同领域知识与

技术的深度融合,为企业带来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
实现优势互补[5]。企业通过跨界创新学习其他行业

的实践经验,能够优化现有业务与产品结构,延伸价

值链,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绩效水平。最后,跨界

创新有助于企业开拓新市场与拓宽业务领域,通过

跨界融合,企业能够更敏锐地识别个性化与多样化

的市场需求,从而开发出独特的产品或服务[24]。另

外,企业在跨界创新过程中持续获取市场信息,能够

进一步深化其对市场趋势的认知,提升其对市场变

化的动态响应能力,最终促进企业绩效的持续提升。
基于此,提出假设:
H1: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三)数字双元能力平衡的中介效应

  跨界创新通过资源整合、业务领域分离和增强

组织柔性,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发展。第一,企
业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数字双元能力的均衡发

展[27]。跨界创新有助于实现不同领域资源的传递

与共享,缓解数字双元能力对企业内部有限资源的

竞争矛盾,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第二,在单一业务

领域内,数字探索与利用活动往往因目标、路径与文

化的差异而相互冲突、难以兼顾[28]。跨界创新推动

企业在新领域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业务模式,同时

在原有领域深化既有优势,这种结构化的分离策略

使企业在不同业务中构建相匹配的数字能力,有利

于数字双元能力的协调发展。第三,跨界创新能够

推动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与惯例更新,为数字双

元能力的平衡发展提供组织基础[11]。跨界创新有

助于企业增强组织柔性,灵活配置资源和注意力,进
而避免过于侧重外部机会或内部聚焦,促进数字双

元能力的平衡发展。
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以及

统筹长期与短期收益,从而整体提升企业绩效。一

方面,单一的数字能力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数字化

情境[20]。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使企业既能依托数字

利用能力优化现有业务、维持运营效率,又能借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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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探索能力布局新兴领域、捕捉创新机会。这有利

于企业在多个领域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

经营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避免因局部能力不足

而拖累整体绩效。另一方面,企业需在构建长期核

心优势与实现短期盈利之间进行协调。过于侧重数

字探索能力易导致资源配置低效与短期利润流失,
而过于强调数字利用能力将导致组织结构僵化或战

略短视[12]。这种在战略时序上的有效统筹,有助于

企业避免因过度侧重某一端而陷入增长瓶颈,从而

推动绩效的长期、可持续提升。
跨界创新通过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来提升

企业绩效。第一,跨界创新能够拓宽企业获取异质

性资源的渠道,通过整合外部资源,有效缓解数字双

元能力对内部有限资源的竞争[29]。这有利于弥补

企业资源短板,构建持续竞争优势,最终提升企业绩

效。第二,跨界创新通过在不同领域构建相应的数

字双元能力,实现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发展[21]。这

种平衡能够拓展企业的业务边界和发展空间,促进

企业在不同业务领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夯实绩效

增长的结构性基础。第三,跨界创新促使企业进行

组织变革、打破传统组织架构的束缚,形成更为灵活

的组织形态,为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发展创造条

件[22]。这促进企业灵活配置资源和注意力,更敏锐

地捕捉机会、规避风险,在动态竞争中保持优势,驱
动企业绩效的持续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2:数字双元能力平衡在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企业跨界创新通过促进数字

双元能力的平衡提升了企业绩效水平。
(四)数字双元能力组合的中介效应

  跨界创新通过激发数字探索能力和数字利用能

力间的协同联动和相互支撑,增强了数字双元能力

的组合效应。一方面,跨界创新推动企业引入新技

术和新思维、挖掘潜在市场需求,并积极开拓新领

域,增强数字探索能力[26]。在此基础上,企业可将

数字探索过程中获取的新技术和新知识系统应用于

现有业务领域,持续完善已有产品和服务,优化企业

经营效率,从而实现数字利用能力与探索能力的有

效组合。另一方面,跨界创新促使企业融合不同领

域的异质性资源和优势,通过将其融入现有业务流

程,增强数字利用能力[30]。在此过程中,企业对现

有业务流程的优化为企业运营提供了更稳定的基

础,使企业能够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数字化探索活动,
推动数字探索能力与利用能力组合。

数字双元能力组合可以通过提升市场响应速度

和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企业绩效。一方面,数字探

索能力使企业能够持续感知外部环境变化、识别新

兴技术趋势与潜在市场机会,从而为通过数字利用

能力拓展更多的应用场景和发展方向[31]。而数字

利用能力通过深化对现有业务与运营数据的分析,
帮助企业敏锐识别当前业务模式的短板与改进空

间,为提升数字探索能力提供清晰的目标导向,使企

业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探索和创新[14]。二者的组合

效应有助于企业灵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持续推动

创新机会的转化,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另一方面,数
字探索能力有利于企业识别和获取异质性的数字资

源,通过与既有资源整合,实现与数字利用能力的资

源互补[10]。而数字利用能力有助于企业对现有资

源进行高效整合、重构与深化应用,为数字探索能力

的提升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27]。二者的组合效应

能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

进企业绩效增长。
跨界创新通过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的组合提升了

企业绩效水平。一方面,企业跨界创新过程中,既可

以通过数字探索能力敏锐地感知新领域中潜在的机

会,又能借助数字利用能力依托现有资源和优势捕

捉这些新机会,利用二者的相互补充识别和获取市

场机会[9]。这种组合效应有利于提升企业对市场动

态的响应速度,促进企业充分挖掘新的增长点,开发

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跨界

创新促使企业通过数字探索能力获取新资源、新技

术的同时,还通过数字利用能力对现有资源进行整

合与优化,实现新旧资源互补[26]。这种互补性有利

于企业统筹规划不同业务领域的资源需求,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创新成果的快

速转化,由此提升企业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3:数字双元能力组合在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

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企业跨界创新通过促进数字

双元能力的组合提升了企业绩效水平。
(五)数字化准备度的调节效应

  根据组织变革理论,组织准备度是指企业采取

行动前的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准备状态,它被认为

是企业进行变革的先决条件[16]。Lokuge等[17]将组

织准备度这一概念引入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特定情

境,提出了数字化准备度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企

业利用数字资源来实现创新的准备程度,包括人才

准备、技术准备、战略准备等。现有研究强调了数字

082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6年 第56卷



化转型对跨界创新的积极作用[1],然而忽视了企业

如何做好数字化转型准备工作来实现跨界创新这一

前置条件。在数字化情境下,企业需要通过协调和

整合内外部数字资源为企业有效进行跨界创新做好

充分准备[19]。尽管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准备度是

企业发展数字能力的基础,但大多研究仅关注数字

化准备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32],因此有必要

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准备度如何影响跨界创新的

成效。
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

间的关系。从人才准备看,跨界创新依赖跨领域知

识整合与协作,而数字化准备度高的企业通常拥有

更完善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与储备[33]。高数字

化准备度能让员工快速融合跨领域知识,借助数字

工具实现高效协作与知识共享,强化企业对跨界机

会的捕捉能力,放大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

响。从技术准备看,跨界创新涉及不同领域的数据

和信息,易导致注意力分散与创新成本上升,而数字

化准备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数

据处理能力[15]。高数字化准备度有利于企业高效

获取、处理并利用信息资源,进而提升决策效率并减

少跨界试错成本,为企业通过跨界创新提升绩效提

供技术支撑。从战略准备看,路径依赖是约束企业

跨界创新的隐性阻力,而数字化准备度要求企业以

数字化为转型核心,主动打破组织壁垒与路径依赖,
积极拥抱新技术、新理念[32]。因此,数字化准备度

高的企业能够依托数字化战略导向,使跨界创新活

动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更有效地转化为绩效成果。
基于此,提出假设:
H4: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跨界创新与企业绩

效之间的关系。
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数字双元能力平衡的中

介作用。一方面,数字化准备度越高,跨界创新对数

字双元能力平衡的提升作用越强。由于数字探索能

力与数字利用能力具有不同的目标导向和资源需

求,企业要在跨界创新中同时兼顾二者并实现均衡

发展,面临较高的认知水平挑战[34]。而数字化准备

度高的企业内部具备良好的创新变革文化以及吸纳

新知识的学习氛围,对于跨界创新和数字化变革的

认知水平更高[18]。这有助于企业有效整合不同思

维模式,协调两类能力的发展节奏,从而在动态环境

中更稳健地通过跨界创新推动数字双元能力的平

衡。另一方面,数字化准备度越高,数字双元能力的

平衡对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越强。充分发挥数字双

元能力的平衡效应,需要跨部门紧密协作及相应的

组织结构与制度支持[22]。数字化准备度高的企业

为适应数字化转型,往往拥有更加灵活高效的组织

结构,并能借助数字化工具和平台强化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作[19]。这为企业同时进行数字化探索活动

和数字化利用活动提供了支持,有助于企业更充分

地发挥数字双元能力平衡的作用以提升企业绩效。
基于此,提出假设:
H5: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数字双元能力平衡

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数字双元能力组合的中

介作用。一方面,数字化准备度高,跨界创新对数字

双元能力组合的提升作用更强。由于不同领域的知

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企业跨界创新时可能

难以有效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互补性知识,导致数

字探索能力和数字利用能力缺乏协同[28]。而数字

化准备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技

术手段,能够深入挖掘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关联和

潜在价值,促进不同领域的融合和创新,使企业在跨

界创新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数字双元能力的组合水

平。另一方面,数字化准备度高,数字双元能力组合

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准备度高的企

业具备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并对数字化环境中的

机会和风险更加敏感,能更迅速地洞察市场动态并

作出响应[35]。因此,数字化准备度高的企业不仅能

充分发挥数字探索能力,发现新的机遇或潜在威胁,
还能借助数字利用能力,迅速地将现有的产品、服务

或流程进行适应性调整和优化,从而更好地发挥二

者的组合作用,促进企业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基于

此,提出假设:
H6:数字化准备度正向调节数字双元能力组合

的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

司为初始样本,并按照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剔
除考察期间被标记为ST或*ST的上市公司;剔除

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企
业年报中与数字化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业务创新

相关的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反映了企业的数字双元能

力,剔除相关词频之和为0的公司。经过筛选,最终

得到58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5493个观测值。为

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缩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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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本文的企业年报数据来自文构财经文本数据

平台,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其他

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参考Levinsohn等[36]

的做法,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度量除资本和劳动要素

投入以外的要素变化情况,既是衡量企业绩效的核

心指标,也是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因

此,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企业绩效的

代理指标。
解释变量:跨界创新。跨界创新体现为企业整

合不同领域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创造出新成果,其
主要特征在于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30]。专利的每

一个IPC分类号代表某一特定的技术领域,故专利

的IPC分类号数量体现了企业创新所涉及领域的

复杂性和广泛性。当专利的IPC分类号的类别以

“大类”界定时,“大类”越多则该专利涉及的领域越

广泛,因此,这类专利数量越多表明企业跨越技术边

界、整合不同领域技术和知识的能力越强,说明企业

跨界创新水平越高。基于此,借鉴王雪原等[37]的研

究,采用包含IPC分类号“大类”两个及以上的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来

衡量企业的跨界创新(CBI)。
中介变量: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数字

化技术创新体现了企业在数字化环境中对新的技术

领域的探索,反映了企业的数字化探索能力[7]。数

字化流程创新和数字化业务创新体现了企业利用数

字化资源实现业务流程优化、运营效率提升的水平,
反映了企业的数字化利用能力[20]。因此,本文参考

Feng等[21]的研究,将数字化技术创新词频作为数

字探索能力(DERC)的替代变量,将数字化流程创

新词频和数字化业务创新词频作为数字利用能力

(DEIC)的替代变量;参考Cao等[13]的研究,采用企

业数字探索能力与数字利用能力的交乘项(DERC×
DEIC)衡量企业的数字双元能力的组合水平

(CDAC),并对其取对数处理。在数字双元能力平

衡的测量上,由于机械平衡观未考虑企业之间数字

双元能力的差异,本文参考Zang等[31]的研究,使用

公式1- DERC-DEIC /(DERC+DEIC)计算

企业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水平(BDAC)。
调节 变 量:数 字 化 准 备 度。参 考 Machado

等[32]、Xie等[35]的研究,企业数字化准备度主要包

括战略准备、组织准备、认知准备、IT准备等,采用

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数据库》中的战略

引领和组织赋能两个指标加权计算企业的数字化准

备度。指标权重参考《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研

究数据库》,战略引领指标主要考察了企业管理层数

字职务设立情况和管理层数字创新导向,组织赋能

指标主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资本和人力投入情况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控制变量:参考Feng等[21]、陶锋等[23]研究,将

相关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估计模型。a)研发强

度,采用研发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b)企业规

模,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c)上市年

限,采用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衡量;d)营业收入

增长率,采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环比增长率衡量;
e)资产负债率,采用企业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

之比衡量;f)总资产周转率,采用公司营业收入与年

末总资产之比衡量;g)现金流比率,采用企业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总资产之比衡量;h)固定资

产比率,采用固定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衡量;
i)无形资产比率,采用无形资产净额与资产总额之

比衡量;j)是否国有企业,当企业为国有控股企业时

赋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考察跨界创新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对前文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考虑到

样本中存在随个体以及时间变化影响的变量,采用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对企业个体和时间效

应进行固定。为避免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对回归结

果造成影响,本文在估计系数标准误时采用企业层

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模型(1)用于检验

直接效应,其表达式为:
TFPi,t=α0+α1CBIi,t+α2Controlsi,t+εi,t

(1)
其中:TFP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CBIi,t 代表i企业在t年的跨界创新,Controls包含

一系列控制变量。为检验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与组合

在跨界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作用,依据“三步

法”构建以下模型:
BDACi,t=β0+β1CBIi,t+β2Controlsi,t+δi,t

(2)
CDACi,t=β0+β1CBIi,t+β2Controlsi,t+δi,t

(3)
TFPi,t=β0+β1CBIi,t+β2BDACi,t+

β3Controlsi,t+δi,t (4)
TFPi,t=β0+β1CBIi,t+β2CDACi,t+

β3Controlsi,t+δ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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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DAC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数字双元能力

平衡程度,CDAC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数字双元

能力组合程度。此外,为验证数字化准备度的调节

作用,依据“依次检验法”构建以下模型:
TFPi,t=μ0+μ1CBIi,t+μ2DRi,t+μ3CBIi,t×

DRi,t+μ4Controlsi,t+φi,t (6)
BDACi,t=μ0+μ1CBIi,t+μ2DRi,t+μ3CBIi,t×

DRi,t+μ4Controlsi,t+φi,t (7)
CDACi,t=μ0+μ1CBIi,t+μ2DRi,t+μ3CBIi,t×

DRi,t+μ4Controlsi,t+φi,t (8)
TFPi,t=μ0+μ1CBIi,t+μ2DRi,t+
μ3CBIi,t×DRi,t+μ4BDACi,t+

μ5BDACi,t×DRi,t+μ6Controlsi,t+φi,t
 (9)

TFPi,t=μ0+μ1CBIi,t+μ2DRi,t+
μ3CBIi,t×DRi,t+μ4CDACi,t+

μ5CDACi,t×DRi,t+μ6Controlsi,t+φi,t(10)
其中:DRi,t 表示i企业在t年的数字化准备度。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①显示,企业跨界创新的最小

值为0,而最大值为5.352,说明不同企业的跨界创

新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面临“不敢跨”的问题。
企业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的最小值均为0,
最大值分别为1和7.3,数字化准备度最小值为

19.489,最大值为76.176,说明了部分企业的数字

   

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水平以及数字化准备度存在

较大提升空间。
相关系数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相关系数

均低于0.8。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模
型中的VIF值最大为2.53,小于阈值5,变量之间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1。模型

(1)中跨界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56,P<
0.01),说明跨界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H1得到支持。模型(2)中,跨界创新的系数显著为

正(β=0.014,P<0.05),说明了跨界创新对数字双

元能力平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中,跨界

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55,P<0.01),数字双

元能力平衡的系数也显著为正(β=0.052,P<
0.05),且跨界创新的系数与基准回归时的系数

(0.056)相比略有下降,说明了数字双元能力平衡在

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H2
得到支持。模型(4)中,跨界创新的系数显著为正

(β=0.069,P<0.05),说明了跨界创新对数字双元

能力组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5)中,跨界创

新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55,P<0.01),数字双元

能力组合的系数也显著为正(β=0.018,P<0.01),
且跨界创新的系数与基准回归时的系数(0.056)相
比略有下降,说明了数字双元能力组合在跨界创新

与企业绩效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支持。
表1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TFP BDAC TFP CDAC TFP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CBI 0.056***
(6.788)

0.014**
(2.494)

0.055***
(6.717)

0.069**
(2.422)

0.055***
(6.688)

BDAC 0.052**
(2.302)

CDAC 0.018***
(2.7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493 5493 5493 5493 5493
Adj

 

R2 0.838 0.089 0.838 0.094 0.838
F 值 571.076 5.242 527.143 5.041 533.7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2报告了数字化准备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

果,交互项在相乘前都已做去中心化处理。模型(6)
  

中,企业跨界创新与数字化准备度的交互项系数为

正(β=0.001,P<0.1),表明企业的数字化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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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

调节作用,H4得到支持。采用“依次检验法”验证

调节变量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模型(7)中企业跨

界创新与数字化准备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β=
0.001,P<0.01),模型(8)中数字双元能力平衡与

数字化准备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003,
P<0.05),说明了数字化准备度对于数字双元能力

平衡的前后路径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H5得到支

持。模型(9)中跨界创新与数字化准备度的交互项

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06,P<0.01),模型(10)中
数字双元能力组合与数字化准备度的交互项系数显

著为正(β=0.001,P<0.10),说明了数字化准备度

对于数字双元能力组合的前后路径均存在正向调节

作用,H6得到支持。
表2 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TFP BDAC TFP CDAC TFP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CBI 0.018
(0.756)

-0.040**
(-2.566)

0.024
(1.015)

-0.284***
(-2.808)

0.026
(1.108)

DR 0.000
(0.107)

0.004***
(6.473)

-0.000
(-0.487)

0.013***
(3.773)

-0.000
(-0.254)

CBI*DR 0.001*
(1.688)

0.001***
(3.090)

0.001
(1.419)

0.006***
(2.896)

0.001
(1.307)

BDAC -0.136*
(-1.656)

BDAC*DR 0.003**
(2.127)

CDAC -0.030
(-1.184)

CDAC*DR 0.001*
(1.7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493 5493 5493 5493 5493
Adj

 

R2 0.838 0.130 0.839 0.146 0.839
F 值 493.487 15.278 433.258 11.698 437.195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采用 SPSS
 

Process程序中的Bootstrap方法对上述假设进行

检验,抽样次数为1000次。检验结果如表3显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

显著为正,置信区间不包含0,验证了假设H1。数

字双元能力平衡与组合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二
者在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假
设H2和H3得到进一步验证。通过对数字化准

备度取均值以及加、减一个标准差以形成中、高、
低三种水平,检验在不同数字化准备度水平下直

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低、中、
高不同数字化准备度水平下,跨界创新对企业绩

效的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且效应值逐

渐增大,说明数字化准备度高时,跨界创新对企业

绩效的作用更强,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H4。另外,
对于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的中介路径,在
数字化准备度低时,置信区间均包含0;在数字化

准备度处于中等或高水平时,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且效应值均逐渐变大。这说明当数字化准备度

处于高水平时,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在跨

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

验证了假设H5和H6。
(三)稳健性检验

  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缩

短时间窗口3种方法对直接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采用Olley-Pakes法重新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替换原模型中以LP方法衡量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二是采用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替换原模型中的

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绩效;三是鉴于发明专利

更能体现跨界创新的颠覆性,在剔除实用新型专利

后重新测算企业的跨界创新。此外,考虑到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等外部因素对企业跨界创新和企业绩效

的影响,将样本时间设定为2012—2019年进行检

验。上述检验结果均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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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Bootstrap法检验结果

路径
数字化
准备度

效应值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假设检验结果

直接效应 CBI→TFP 0.048 0.005 0.039 0.059 支持H1

间接效应
BDAC 0.001 0.000 0.000 0.001 支持H2
CDAC 0.001 0.000 0.000 0.002 支持H3

总间接效应 CDAC+BDAC 0.002 0.001 0.000 0.002

直接效应 CBI→TFP
低 0.038 0.008 0.023 0.053
中 0.048 0.005 0.038 0.058 支持H4
高 0.057 0.006 0.045 0.070

间接效应

BDAC

CDAC

低 0.000 0.000 -0.001 0.000
中 0.001 0.000 0.000 0.001 支持H5
高 0.002 0.001 0.000 0.004
低 0.000 0.000 -0.001 0.001
中 0.001 0.000 0.000 0.001 支持H6
高 0.003 0.001 0.001 0.005

(四)内生性检验

  采取滞后核心解释变量、加入高阶联合固定效

应、倾向得分匹配法3种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一

是考虑到企业跨界创新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

的滞后性,且当期的企业绩效无法影响上一期企业

的跨界创新,故对跨界创新滞后一期处理。二是考

虑到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采用高阶联合固定效应方法,控制“时间×
个体”效应对模型进行检验。三是考虑到从未开展

跨界创新的企业与跨界创新企业在企业特征与创新

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模型重新检验,检验结果均

显示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五)异质性分析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进行跨界创新时,由于其自身

的资源禀赋、市场定位、管理模式等因素的差异,可能

会产生不同的绩效结果。为了厘清跨界创新对企业

绩效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从企业层面的产权性质以及

行业层面的竞争程度两个维度进行分样本检验。
1.企业产权性质

由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制度背景、治理

模式、资源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对于不同产权

性质的企业,其跨界创新的目标和意愿等可能也存

在差异[33]。基于此,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分组

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契

合。然而,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跨界创新对

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更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

面,国有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如资金、技
术、人才等,这些资源可以为国有企业跨界创新提供

有力支持,使其更容易在新领域取得成功;另一方

面,国有企业更加注重长期的战略规划,能够持续投

入跨界创新项目,通过积累技术和经验,最终实现企

业绩效的显著提升。
表4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TFP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竞争行业 低竞争行业

(1) (2) (3) (4)

CBI 0.086***
(5.451)

 

0.062***
(6.371)

0.082***
(7.483)

0.055***
(5.1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198 4295 2725 2768
Adj

 

R2 0.838 0.807 0.857 0.821
F 值 140.291 402.071 366.596 305.909

经验P 值 0.035(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0.004(高竞争行业与低竞争行业)
  注:经验P 值为检验分样本回归结果中CBI的回归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P 值,使用Bootstrap法重复1000次计算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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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业竞争程度

企业的创新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行业竞争程度

的影响,低竞争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高竞

争行业更需要企业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因此,行业

竞争程度不同,企业跨界创新的难度和成本以及动

机等可能也存在差异[30]。根据赫芬达尔指数来衡

量行业竞争程度,基于其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竞争

行业(高于中位数)和低竞争行业(低于中位数)进行

分组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高竞争行业和低

竞争行业中的企业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并且在高竞争行业中企业开展跨界创

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原因可能在

于,在高竞争行业中,市场需求变化快、同行竞争激

烈、环境不确定性高,故这类企业开展跨界创新构建

独特竞争优势的动机更强,跨界创新成果的收益也

更高。

四、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2012—2023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

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

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跨界创新有利于提升企

业绩效,是数字化情境下企业重构竞争优势的重要

手段。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和行业竞争

程度高的制造企业,其开展跨界创新更有利于提升

企业绩效。第二,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在跨

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企业跨

界创新促进数字双元能力结构的优化,进而通过发

挥数字探索能力和数字利用能力的平衡与组合效

应,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第三,数字化准备度增强

了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同时强化了数

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

用。数字化准备度有利于企业整合利用数字资源以

及提升对数字化变革的认知水平,是企业在数字化

情境下开展跨界创新以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情境

因素。
上述研究结论预期的理论贡献包括:
第一,本文从数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视角

分析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拓展了

组织双元理论中的能力观及其分析维度。数字化情

境深刻影响着跨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

制,虽然数字双元能力视角已受到关注,但多数研究

将其视为单维构念,忽视了数字探索能力和利用能

力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协同关系
 [11,28]。本文基于数

字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维度,系统揭示了其在跨

界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这不仅清

晰地阐释了数字双元能力内部两个维度的相互关

系,为理解数字双元能力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

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见解,还进一步将组织双元理论

的能力观延伸至数字化情境。
第二,本文通过揭示数字化准备度在跨界创新

影响企业绩效中的调节效应,丰富了组织双元理论

的边界条件和权变视角。尽管跨界创新对企业绩效

的积极影响已得到普遍认可,但关于其作用机制如

何受到企业内部资源准备度等边界条件的影响仍缺

乏探讨。现有研究虽强调了数字化转型对跨界创新

的赋能作用,但忽视了企业数字化准备度这一前置

条件对价值创造过程的边界作用[1]。本文将数字化

准备度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其在跨界创新通过数字

双元能力的平衡与组合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调节

效应。这不仅拓展了数字化准备度的研究情境,也
丰富了组织双元理论中“行为—能力—绩效”关系的

权变因素。
(二)管理启示

  第一,企业应积极应对数字化变革下的跨界创

新,及时把握跨界机遇。虽然数字化变革对企业跨

界创新形成了挑战,但跨界创新已成为数字化时代

企业提升绩效的重要途径。企业应打破传统思维定

式,树立跨界融合发展理念,密切关注行业动态与跨

界趋势,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与技术优势,推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既要防范跨界带来的颠覆性冲

击,也要主动抢抓跨界创新机遇,实现换道超车。
第二,企业在开展跨界创新过程中,需要注重对

自身数字能力的结构和配置进行优化调整。一方

面,企业要注重提升将数字资源有效融入企业运营

和管理的能力,同时也要兼顾在数字化环境中识别、
评估和利用新机会的能力。通过两种能力的平衡发

展,促进企业嫁接其他领域的优势以进一步完善已

有业务,并发挥已有优势跨界探索新的价值创造路

径。另一方面,企业尤其要注重利用两种能力的组

合效应,通过二者的协同互补,充分发挥好已有优势

与创造新优势的组合拳作用,进一步提升跨界创新

的成效。
第三,企业需做好数字化转型的准备工作,为有

效开展跨界创新提供充足支撑。为充分利用数字化

赋能企业跨界发展以及减少跨界创新的不确定性,
企业在进行跨界创新时需要具有足够的准备和基

础。企业需要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培养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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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才,以及构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结构和文

化等措施,为提升跨界创新的成效提供强大的数据

支持、灵活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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